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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第二意象”：
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李隽旸

　 　 【内容提要】 　 在回答冲突何以发生并扩散这一问题时，冲突理论家渴望建立统

摄国家间战争与内战的统一分析框架。 作者尝试回应这一理论愿景，借用图论的形式

语言打造冲突系统动力学的一种新图式“战争图集”。 其中冲突被刻画为一个图，作

战单元是顶点，冲突与援助行为是边，冲突之间的关系被刻画为图与图的互动，体系是

图的集合。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两个假说重新解释了冲突的起因和扩散，并且可以被修

昔底德记载的柯西拉内战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过程所证实：战争通过援助行为引发

另一场战争，并通过冲突体系的结构类似自我复制，星火由此燎原。 战争图集抛弃了

冲突研究的干扰项国内—国际政治二分，无须依靠或颠倒第二意象就能刻画出复杂冲

突的逻辑地形图，是图式层次的革新，定性和定量研究都可加以利用。 战争图集还展

示了理论家的另一项科学使命，即在历史的低维切片上构拟高维的复杂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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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冲突的学者们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能够同时容纳国家间战争和国

内战争这两种类型的冲突。 ２００３ 年，《国际研究评论》专刊曾探讨为国内和国际安全

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在导言中，苏珊娜·沃纳（Ｓｕｚａｎｎｅ Ｗｅｒｎｅｒ）、戴维·
戴维斯（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和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基塔（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宣
称：“使用单一理论框架去理解国内与国际安全议题是可能的。”①２０１３ 年，戴维·坎

宁安（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和道格拉斯·莱姆基（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呼吁，不应假定内

战和国家间战争是不同的冲突类型，而要把暴力冲突放在一起进行研究。② 又一个十

年即将过去，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在体系层次上具有严格形式定义的统一研究框架。 本

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以“战争图集”这一全新图式（ｓｃｈｅｍａ）来回应这一理论愿景。 要

建立这一框架，首先必须打碎冲突研究的“第二意象”枷锁。

一　 冲突研究的“第二意象”枷锁

（一）冲突理论家的愿望：建立统一的冲突分析框架

在建立统一的冲突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相较于冲突的持续和结束，冲突的爆发与

扩散是对内战和国家间战争做不必要区分从而导致研究困难最多、最密集的地方，③

因为冲突的爆发与扩散常常同时涉及这两类战争。 直面这些困难将成为建立统一图

式的起点。 这两类战争是否可能互为因果？ 其体系层次上的机理如何？ 我们的理论

尝试从这里开始。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修昔底德的著述。 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

邦内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补充了当代冲突研究④的经验池；他充满理论自觉的

战争叙事则提示我们，人类原本就是在统一框架内思考这两类战争的。
导致冲突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行为体特质的，另一类是与体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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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Ｗｅｒｎ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Ｎｏ．４， ２００３， ｐ．１．

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７， Ｎｏ．３， ２０１３， ｐ．６１０．

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ｓ，” ｐ．６１４， ｐ．６２６．
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冷战以来的内战。 参见 Ｔｈｅｒéｓｅ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２０２０，

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Ｓｙｒ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５８， Ｎｏ．４， ２０２１， ｐ．８１０， ｎ．３；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Ｎ． Ｋａｌｙ⁃
ｖａ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８：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Ｃａｒｌｅｓ Ｂｏｉｘ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Ｃ． Ｓｔｏｋｅｓ，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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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围绕行为体特质的研究已经相对充分，①体系性变量则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称

的关注。 目前，试图为冲突研究提供统一分析框架的绝大部分理论尝试都建立在詹姆

斯·费伦（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的理论基础之上。② 他的理性主义解释将战争爆发等同

于行为体谈判破裂，然后将谈判破裂归因于信息私有性、承诺不可信性和议题不可分

性，③从而统摄内战和国家间战争的参战方。

然而，即便有了费伦的理论框架，两类战争的研究者仍然各行其是，诉诸不同的冲

突数据集，遵循不同的归因习惯。④ 这是为何？ 原因在于费伦关注的三个因素均出自

行为体视角，并没有为体系层次的现象提供统一描述。 一些本质上相同的体系现

象———包括冲突的扩散效应、第三方援助与结盟以及极数对冲突爆发的影响———在不

同类别的冲突研究中仍被当作不同的现象来理解。 这无疑妨碍了相关分析的展开。

除行为体层次的统一框架外，我们仍有必要在体系层次寻找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第一，这个框架应当能够统摄地描述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将冲突分为国际

冲突和国内冲突两种，那么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有四种，相关研究也因此被分为

至少四类，现象的命名五花八门。 第一类是国家间战争对内战的影响。 修昔底德认

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好像一位“使用暴力的教师”，⑤许多城邦因此陷入内战。 ２０ 世纪

的理论家则将国内战争的国际起源统称为“颠倒的第二意象”。⑥ 第二类是内战对国

家间关系的影响，这被称为国际政治的“第二意象”，在冷战期间尤为突出。 有学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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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杰弗里·狄克逊总结了 ３０ 个常用变量，其中只有社会碎片化程度、邻国是否正在发生冲突等少数几个

变量是关于体系的，其余都是关于行为体特质的。 内战研究的很多常见类别都在这个范围内，如研究叛乱领袖、
可掠夺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等对内战影响等。 参见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ｉｘｏｎ， “Ｗ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４， ２００９， ｐ．７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８。

在 ２００３ 年《国际研究评论》专刊中，最后三篇论文都以费伦的理论模型为基础。 参见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Ｗｅｒｎ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６。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３， １９９５，
ｐｐ．３７９－４１４．

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ｓ，” ｐｐ．６１１－６１２．
Ｔｈ．３．８２．２．本文采用《利德尔—斯科特希英字典》附表标准缩写古代作家与作品名字，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Ａ Ｇｒｅｅ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ｘｖｉ－ｘｘｘｖｉｉｉ。 本文所引古希

腊作家的段落均为笔者自译，原则是尽可能贴字。 本文引述时所依据的修昔底德校勘本参见 Ｔｕｃｉｄｉｄｅ， Ｇ． Ｂ．
Ａｌｂｅｒｔｉ， ｅ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 Ｖｏｌ．Ｉ． Ｌｉｂｒｉ Ｉ－ＩＩ， Ｒｏｍａｅ： Ｔｙｐ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ｅ Ｐｏｌｙ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ｅ， １９７２。 校勘

本不标页码，文本通过上述缩写与章节编号检索。
从人类行为、国内结构或国际社会分析国际政治，是国际关系学者熟悉的“三个意象”。 参见肯尼思·华

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从国内结构分析国际政治现象、
探究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即所谓的“第二意象”及“颠倒的第二意象”。 彼得·古雷维奇对“颠倒的第二意象”的
梳理稍显陈旧，但仍值得参考。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４， １９７８， ｐｐ．８８１－９１２。



希腊和土耳其内战视为冷战的起因，①还有学者认为冷战前期的所有国家间冲突都源

于内战，并将这种影响命名为“溢出效应”，即“国内冲突的国际化”。② 基于上述观察，

克里斯托弗·米切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国内冲突的国

际化）过程与寻求盟友、建立同盟（的国家行为）看起来很像”。③ 然而他提到的后面这

种现象，即第三类冲突间关系———国家间战争通过同盟机制引发另一场国家间战争，

却被放入“同盟纠缠（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研究中。④ 第四类是内战引发内战。 迪

安·艾奇逊（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的“烂苹果”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Ｄｗｉｇｈｔ Ｄ．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的“多米诺骨牌”是我们熟悉的归纳。 修昔底德则把这种现象比作地震：“内战接连爆

发……整个希腊都被震动了。”⑤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冲突区分为两种类型、进而用四种

方式去描述和研究其联系？ 对冲突进行更抽象、更融贯的理论刻画，或许能帮助我们

找到冲突之间更普遍、更本质的联系。

第二，这个框架要尽可能抽象地刻画冲突之间的传播介质。 研究内战的学者们往

往关注第三方援助。 第三方援助在希腊城邦内战中极为常见，⑥也是当前内战研究的

重要领域。 第三方的实质作用是联系自身所处的冲突体系及其所援助的冲突体系，这

两个冲突体系是内战还是国家间战争则并不重要。⑦ 该第三方是基于什么理由决定

援助也不重要。 常见的援助理由有地理邻近、⑧族群与宗教相同、⑨制度类似或者属于

同一个国际联盟等。 关于这些因素如何导致内战爆发，不同的研究看法不一，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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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ｓｔ⁃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７， Ｎｏ．３， １９９３， ｐ．１７７， ｎ．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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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同时，这些因素还相互重叠。 因此，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区分来研

究内战中的第三方援助存在重重困难。 研究国家间战争的学者通过区分同盟种类来

分析结盟行为对国家间战争的影响。① 但事实上，这与内战中的第三方援助是同一种

现象：引入一场冲突的无关方作为应对这场冲突的战略资源。②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
结盟和第三方援助的实质都是将两场冲突联系起来。 相关理论定义应当突出其联

系功能，而无须标记冲突的具体领域或者强调冲突类别，这样才能统摄描述各类合

作行为。
第三，极数之谜。 究竟哪种结构的国际体系最容易发生战争，学界对此莫衷一

是。③ 这是因为没有限定极数的范围。 我们应当在某一特定冲突体系内计算极数。④

内战研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内战研究者发现，一国内部的权力分布会影响内战的爆

发和持续，⑤但他们没有使用“极数”这一术语。 国内的权力分布状况与国际体系的极

数本质上是一回事，而从极数解释冲突的爆发却往往被认为是针对国家间战争而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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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研究方法。① 同时，我们很自然地会在一国国境线之内计算内战体系的权力分布状

况，却很少在国家间战争研究中限定极数的适用范围。 综上，要准确刻画对行为体确实产

生影响的权力分布状况，就不应限定它是内战还是国家间战争，但需要明确其范围。

以上三类问题都关乎能够影响冲突爆发及扩散过程的体系性变量，问题的症结都在于

对两种冲突做出了不必要的区分。 解决第一类问题的基础是将目前被分为若干类别的研

究对象统一理解为冲突之间的关系；解决第二类问题的关键是标识援助行为的联系功能，

模糊冲突类别和具体问题领域；解决第三类问题则需要对两类冲突体系内的权力分布做出

同样的描述。 在考察行为体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时坎宁安和莱姆基发现，费伦解释中的三

类现象既是内战的问题，也是国家间战争的问题。 他们证明了这些变量对两种类型的战争

发挥的作用是类似的，因此质疑区分内战与国家间战争是否真的合理。② 同样，通过考察

冲突爆发与扩散的体系性因素，我们也发现区分这两种冲突的确是没有必要的。

（二）枷锁之中的解决办法：第二意象及颠倒的第二意象

将冲突分为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这一没有必要的区分是如何产生的？ 答案是国

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二分。 国际政治理论家相信，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而国内政治

基于等级制，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对立造成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是国际政治研

究的起点。 然而这种二分法并不适用于冲突研究。 正如戴维·莱克（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

所指出的，“当（作战）团体选择拿起武器、以暴力挑战现状时，（这些作战团体）就是选

择了要在政体的政治规则之外行动、挑战了所在国家的现行等级制”。③ 内战的爆发

即便没有完全颠覆国内政治的等级制，至少也是对这一等级制的不承认。 因而在任何

冲突研究中基于这种二分将冲突进行分类都会造成上述困难。 现有的两类解决方式

都没有彻底抛弃这一干扰项。

第一类解决办法围绕第二意象进行。 在《国际研究评论》２００３ 年专刊的导言中，

作者们将国际与国内因素的相互影响称为“第二意象的颠倒与再颠倒”。④ 汉斯－约阿

希姆·格尔克（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Ｇｅｈｒｋｅ）指出，希腊世界的国际敌对会导致城邦内战；反

过来，内战也会触发或加剧战争。⑤ 如果坚持区分冲突类别，内战会导致战争、战争会

·０３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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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ｓ，” ｐ．６１２．
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ｓ，” ｐ．６０９．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Ｎｏ．４， ２００３， ｐ．８５．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Ｗｅｒｎ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２．
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Ｇｅｈｒｋｅ， Ｓｔａｓｉｓ：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 ｄｅｎ ｉｎｎｅｒ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 ｉｎ ｄｅｎ ｇｒｉｅ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 ｄｅｓ ５． ｕｎｄ

４．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 ｖ． Ｃｈｒ， ｐｐ．２７９－２８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导致内战这两种解释就成了循环论证，我们无法从中生产一个有效的理论；但如果统

一冲突的定义，两种解释就将合流为一种，即冲突可以引发另一场冲突。

第二类解决办法是将其中一种冲突类比为另外一种冲突。 梅斯基塔提议将国际

政治理解为国内政治的一种。① 伊迪安·萨勒汉（Ｉｄｅａｎ Ｓａｌｅｈｙａｎ）等提议“将叛乱组

织的外部支持理解为一种间接的国家间冲突”。② 莱克则认为整个国际体系并非无政

府状态。③ 而研究修昔底德史书中内战的学者也提议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理解为希腊

世界的一场内战。④

由于未能彻底放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二分，上述两类解决方案都不够彻底。

在冲突研究中，要打碎第二意象的枷锁，就必须抛弃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并且

追问：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更为本质的相似、更基础的共有结构是什么？ 换言之，冲突的

本质到底是什么？

（三）战争图集：打碎第二意象！

本文认为，人类战争行为的实质结构是一个有向图（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 或 ｄｉｇｒａｐｈ）。

有向图由顶点（ｖｅｒｔｅｘ）和边（ａｒｃ）构成，战争由行为体及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构成。 任

何冲突都具有这一结构。 冲突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图之间的关系，一个发生着诸

多冲突的国际体系就是多个图的集合。 第二部分利用图论的形式语言定义了这样一

个战争图集，以期在图式层次上革新冲突研究。⑤

目前，图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应用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位于微观层

次，目的是解释政治过程的社会基础。⑥ 微观层次的顶点集对应人口，数目巨大；而冲

突研究中的顶点对应作战单元，数目有限。 复杂网络的主要算法因此不适用于体系层

次的战争研究。 本研究将图论移用到国际关系的宏观研究中，因为图论能够提供更精

确的形式语言来定义和描述国际体系的拓扑结构。 已有学者尝试将国际体系视为以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８．

Ｉｄｅａｎ Ｓａｌｅｈｙａｎ，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ｋｒｅｄｅ Ｇｌｅｉｄｉ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ｐ．７１０．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Ｊ． Ｐｒｉｃ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Ｗａ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在逻辑学中，图式指理论的“‘模板’‘框架’ ‘模式’及其使用规则”。 每种理论的图式基础规定了对研

究对象的刻画方式。 前文提及的研究困难来自描述方法，来自图式层面。 参见 Ｊｏｈｎ Ｃｏｒｃｏ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ｄｒｉｓ Ｓａｍａｗｉ
Ｈａｍｉｄ， “Ｓｃｈｅｍａ，” ｈｔｔｐｓ： ／ ／ ｐｌａ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ｆａｌｌ２０１６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ｓｃｈｅｍ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４ 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Ｗａｒ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ｔ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ｕｄｒｅｙ Ｓａｃｋ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４， ２０１１， ｐ．２５０； Ｅｍｉｌｉｅ Ｍ． Ｈａｆｎｅｒ⁃Ｂｕｒｔｏｎ， Ｍｉｌｅｓ Ｋａｈｌ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 Ｍｏｎｔ⁃
ｇｏｍｅ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３， ２００９， ｐｐ．５６３－
５６５．



国家为顶点、以国家间关系为边的图来进行研究。① 然而在两种战争的交叉领域，也

是最需要统一分析框架的问题领域，尚欠缺这样的系统性尝试。② 第三部分就此给出

两个公设，并提出两个理论假说以阐明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是另外一场冲突的存

在是援助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二是冲突扩散的条件是结构相似。

本研究将以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来验证假说的有效性，并展示战争图集作为一个基

础图式的可操作性。 第四部分以公元前 ４２７ 年希腊城邦柯西拉的内战为例，构造一个

简单的战争图集，展示战争如何引发内战；第五部分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过程为

例，构造一个复杂的战争图集，展示内战如何引发国家间战争。 研究发现两种机制是

一样的。

之所以选择修昔底德的著述作为经验材料，是因为他的战争论述与当代内战研究有类

似的经验对象和共同的理论困难。 一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希腊城邦内战③一直被视为

２０ 世纪以来大国竞争和内战现象的补充和对照；另一方面，古代冲突的研究者和当代冲

突的研究者一样，既意识到内战与战争的重叠区域，④又区分对待两种现象。 他们向城

邦内部挖掘内战的起因，⑤包括阶级冲突、⑥权力斗争、法律纠纷、荣誉争夺、身份政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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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ｒａｎｋ Ｈ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ｏｌｄ Ｍｉｌｌｅｒ， “ Ａ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１９７０， ｐｐ．５７－６３； Ｒ． Ａ．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Ｐ． Ｄ． Ｗｅｌｄｏｎ，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２， １９６８，
ｐｐ．１５９－１８１；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Ｊ． Ｋｉｎｎ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７９９－８３７．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Ｌａｒｓ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４，
２０２１， ｐ．１０４．

修昔底德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战争期间发生的 ５２ 场内战。 参见 Ｓｃｏｔｔ Ｌａｗｉｎ Ａｒｃｅｎａｓ， “Ｔｈｅ Ｓｉ⁃
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ｓｅｉ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４３１ － １１，” ＴＡＰＡ， Ｖｏｌ． １５０， Ｎｏ． ２， ２０２０，
ｐｐ．３２８－３２９。

在妮科尔·罗茹看来，内战仿佛战争，内战各方仿佛是一个个城邦。 参见 Ｎｉｃｏｌｅ Ｌｏｒａｕｘ，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２：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 Ｒｕｓｔｅｎ，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２６８。 乔纳森·普赖斯试图将修昔底德笔下的战争理解

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一场内战。 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Ｊ． Ｐｒｉｃ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Ｗａｒ， ｐ．１３， ｐｐ．２８－２９， ｐ．３７，
ｐｐ．２０７－２７３。

学者们主要通过城邦内政考察内战起源，以便利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政治学论述。 参见 Ｋｏｓｔａｓ
Ｋａｌｉｍｔｚｉｓ，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张新刚梳理了古希腊内战研究，参见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第 １５１—
１５２ 页。

Ｇ． Ｅ． Ｍ． ｄｅ Ｓｔｅ Ｃｒｏｉｘ，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Ｖｏｌ．３， １９５４， ｐｐ．１－４１．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ａｉｒｎｓ， Ｍｉｒｋｏ Ｃａｎｅｖａｒｏ ａｎｄ Ｋｌｅａｎｔｈｉｓ Ｍａｎｔｚｏｕｒａｎｉ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ｓｉｓ，” Ｐｏｌｉｓ， Ｖｏｌ．３９，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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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人性①等，却忘了朝城墙外看一眼：城邦间战争也可以是内战的起因。 借助战争

图集审视修昔底德的论述将看到，人类关于冲突间关系的叙述和思考一开始就是基于

一个体系层次上的统一框架的。 这一图式可以用于更广泛的定性和定量冲突研究。
笔者将在第六部分举例说明。

二　 战争图集：战争理论的一种基本图式

（一）战争与内战：研究对象

前文已经表明，研究国家间战争与内战之间关系时的诸多困难是由于没有对不同

类型的冲突进行一致描述和一贯解释。 基于冲突事件而非国家的法理存续重新定义

国际体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定义国际体系中的单元，是基于国家及其在法理

上的存在状态；定义系统，是将其等同于这些国家单元的集合。 但因为当前的研究对

象是冲突间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所以可以基于冲突事件而非行为体来

重新定义国际体系。
（二）单元：顶点

我们将一场战争视为由单元和单元之间的联系构成的一个有向图，将作战单元

（ａ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视为顶点，将单元之间的联系视为边。② 这个作战单元可能已经投

入战斗，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作战单元，即具有宣战能力的一个组织。 传统定义中的

国家或内战中的参战方都符合这一定义。
战争图集中的单元要么具有作战潜能，要么具有国家潜能。 一个法理意义上存在

的国家，即便没有处于实际战争状态，也毫无疑问地拥有宣战权利③和战争能力，因此

她是一个潜在的作战单元。 内战中的参战方也是这样一个作战单元。 即便她还远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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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３．８２．８ 提到了人性不变，所以一些人认为，修昔底德认为内战的原因是人性。 但一个归因体系同时包

括常量与变量，而人性是其中的常量。 参见 Ｃｏｌｉｎ Ｗ．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Ｆａｃｔｉｏｎ （３．８２－８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２５， １９７９， ｐｐ．５７－５８； Ｍｉｓｃｈａ Ｍｅｉｅｒ， “‘Ｄｉｅ ｇｒößｔｅ Ｅｒｓｃｈüｔｔｅｒｕｎｇ ｆüｒ ｄｉｅ
Ｇｒｉｅｃｈｅｎ’－Ｋｒｉｅｇ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ｋ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ｎ ｉ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ｅｒｋ ｄｅｓ 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 Ｋｌｉｏ， Ｖｏｌ．８７， Ｎｏ．２， ２００５， ｐｐ．３３４－
３３５； Ｊｏｓｉａｈ Ｏｂ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 Ｒｅｎｇａｋｏｓ ａｎｄ Ａｎ⁃
ｔｏｎｉｏｓ Ｔｓａｋｍａｋｉｓ， ｅｄｓ．， Ｂｒｉｌｌ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４０－１４１。

在图论中，点集（Ｖ）和边集（Ｅ）的一个有序对（Ｇ）被称为一个图。 图可以描述一组同质元素及其关系状

况，前者由点集表达，后者由边集表达。 如果这些边没有方向属性，那么这个图是无向图；如果图的边集中的边带

有方向属性，那么这是一个有向图。 参见 Ｊøｒｇｅｎ Ｂａｎｇ⁃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Ｚ． Ｇｕｔｉｎ， Ｄｉｇｒａｐｈ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９， ｐ．２。 本文用“她”指代顶点（行为体），用
“它”指代图（冲突），以示区别。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ｈｉｌｐｏｔｔ，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ｌａ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ｆａｌｌ２０２０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 ，访问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



被承认为一个国家甚至在将来也永远不会被承认为一个国家，但她正在挑战现有合法

政府，现行等级制对她不起作用。 她拥有成为一个法理国家的潜能。 作战单元定义涵

盖了上述两种情况。 这样定义的单元既不太大也不太小，仍然大致属于“国家间”

政治。

（三）联系：冲突边与合作边

作战单元之间存在两种联系。 在图论中，联系被表达为顶点之间的一条边；顶点

之间可以存在任意多条、任意性质的边。 作战单元之间可以存在实际或潜在的彼此作

战状态，我们将这种联系称为顶点之间的一条“敌对边（ａｎ ａｒｃ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或“冲突

边”。 一个作战单元可以援助另外一个作战单元，我们把这种联系称为“合作边（ ａｎ

ａｒｃ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冲突边没有方向，合作边是有向边。 我们还需定义一种“潜在

敌对边（ａ ｐｒｏｔｏ⁃ａｒｃ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以这种边相联系的两个顶点没有爆发直接冲突，但

战争阴云密布。 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雅典与斯巴达之

间的联系都可以用这种边来表达。 潜在敌对边是敌对边的一种。 我们将冲突边写为

ｈ－Ａα，β，α、β 为发生冲突的两个顶点的名字；或者写作 ｈ－ＡＷａｒ，Ｗａｒ 为这场战争的名

字。 我们将合作边写为 ｃ－Ａα，β，表明 α 援助了 β。 在本文图表中，顶点以实线三角形

表示，战争图（ｗａｒ⁃ｇｒａｐｈ）以虚线圆角方形表示，冲突边以无向实线表示，合作边以有

向虚线表示（如图 １）。

图 １　 战争图的顶点、冲突边、合作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我们使用边给顶点染色。 如果这一顶点未被染色，则意味着这一作战单元不出现

在所定义的战争体系内。 本文仅考察被边染色的顶点，这与研究目的相称：考察冲突

之间的关系。 染色清晰确定了每一研究整体和每一具体层次的分析范围。 未被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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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点———也就是未卷入实际或潜在冲突的国家———被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 我们

可以在具体的冲突体系内计算系统的极数，而不必苦苦困惑究竟哪些国家应当被计算

在内，才能准确评估权力分布状况。

（四）体系：战争图与战争图集

通过冲突边相互连通的作战单元顶点集合，形成一个战争图，写作 ＰＷａｒ，①其中

Ｗａｒ 为这场战争的具体名字。 想象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地区同时存在内战、地区冲突

并且卷入了一场世界大战，那么内战、地区冲突和世界大战应当被刻画为相互叠加的

三个战争图。 一场大规模复杂冲突———特别是像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包含了城邦间

战争和城邦内战、“震动整个希腊”②的一场“最大的动荡”③———就可以被视为若干战

争图的一个集合，写作∑ｐ。 我们将它简称为“战争图集（ＳＷＧ）”。 战争图集能够以统

一形式简明刻画各类冲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画图展示一个战争图集，并用

矩阵存储其数据结构。④ 战争图可以无限叠加，以任何方式相互联系、并存。

三　 战争图集与战争—内战关系诸假说

完成了关于顶点、联系、体系和集合的基本定义后，下文就冲突之间的联系进行更

详细的形式分析。 国家间战争和内战往往构成两个独立但相邻的战争体系。 冲突之

间的关系是战争图之间的关系，战争图之间的关系由顶点之间的联系（冲突边与合作

边）决定。 其中，冲突边决定一个战争图的存在、消灭和独立性，合作边则将不同的战

争图联系在一起，成为相邻战争图。

（一）冲突边：单个战争图的生灭

何谓一个独立的战争体系？ 将一个图与另外一个图区分开来的依据是什么？ 对

此可借用图的连通性概念进行刻画。 一个顶点与另外一个顶点是连通的，当她们之间

存在由冲突边构成的“通路”。⑤ 顶点集合中的最大连通子图可称为一个独立的战争

图。 如果该图中的所有冲突边都是潜在冲突边，则将其视为一个潜在战争图。 如果将

顶点分为两个不同的顶点集合，并且来自两个集合的任何两个顶点之间都不连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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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古希腊语“战争”一词（ ）转写为 ｐｏｌｅｍｏｓ，取第一个字母来标记战争图。
Ｔｈ．３．８２．１．
Ｔｈ．１．１．２．
Ｆｒａｎｋ Ｈａｒａｒｙ， “Ｇｒａｐｈ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ＳＩＡ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 Ｎｏ．１， １９６７， ｐｐ．８３－９０．
Ｊøｒｇｅｎ Ｂａｎｇ⁃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Ｚ． Ｇｕｔｉｎ， Ｄｉｇｒａｐｈ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１５．在考察战

争图的连通性时，我们只考虑冲突边，不考虑合作边。



么这两个集合就构成两个不同的战争体系，这些顶点构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战争图。 举

例来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和争取安哥拉

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构成一个战争体系（安哥拉内战），美国和苏联构成另外一

个潜在战争体系（冷战）。 安哥拉内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与美国或苏联直接开战，

所以安哥拉内战与冷战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战争图。 同样，在公元前 ４２７ 年，柯西拉内

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构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战争体系。 综上，对于任意战争图，本文给

出以下连通性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１：在顶点的两个集合中，如果来自各一集合的任何两个顶点之间都不存在敌对

边的话，那么这两个集合各自属于两个不同的战争图。

一条新的冲突边形成后，将其两端的顶点染色。 如果这两个作战单元此前没有被

任何冲突边染色，那么围绕这条冲突边形成了一个新的战争图，一场新的战争出现了。

同理，如果一条冲突边的消失导致该图不再连通，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战争图也消失了，

即战争结束了。

（二）合作边：多个战争图之间的联系

何谓两个相邻的战争体系？ 在两个战争图之间，如果存在合作边，那么这两个图

相邻。 我们规定，每一顶点到其直接相邻体系的距离是 １，到其间接相邻图的距离是

２，以此类推。 每一顶点的最大深度是她通过合作边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战争图集的

层数则是所有顶点深度的最大值再加上 １。 为判定任意两个战争图之间是否相邻，本

文规定相邻性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如下：

Ｐ２：如果两个战争图之间存在合作边，那么这两个战争图相邻。

不同类型两场冲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战争图及其相邻图之间的互动。 作战单

元 ＶＡ 身处战争体系 Ｐ １；通过 ＶＡ，另外一个战争体系 Ｐ ２ 与 Ｐ １ 相邻。 我们将战争体系

Ｐ １ 称为作战单元 ＶＡ 的主体系（ＶＡ ｓ ｈｏ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将战争体系 Ｐ ２ 称为 ＶＡ 的伴随体

系（ＶＡ 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或者 Ｐ １ 的相邻战争图（Ｐ １ 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ｇｒａｐｈ）。 例如，安

哥拉内战是安解阵的主体系，冷战是其伴随体系；柯西拉民主党人的主体系是柯西拉

内战，伴随体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作战单元不直接参与其伴随体系中的战争。

合作边的建立需通过一个特定作战单元。 这个作战单元利用伴随体系中的冲

突状况，服务于自己在主体系中应对冲突的需求。 这就是关于内战外援的委托—代

理框架所描述的现象，①在冷战中则表现为代理人战争。 作战单元的合作行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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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ｄｅａｎ Ｓａｌｅｈｙａｎ， Ｄａｖｉｄ Ｓｉｒｏｋｙ ａｎｄ Ｒｅｅｄ Ｍ． Ｗｏｏ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ｂｅｌ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Ａｂｕｓｅ：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Ａｔｒｏ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８， Ｎｏ．３， ２０１４， ｐｐ．６３３－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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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战争图的连通与相邻（Ｐ１、Ｐ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起来的战争体系可以不止两个。 第二意象只有一扇门，委托—代理框架只有两个层

次，战争图集中的一个作战单元则可以同时面对多个邻图。 在第五部分我们将看

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柯西拉援助埃皮丹努寡头党与柯西拉求援雅典两个

行为性质相同：柯西拉试图构建两条合作边，使得两个邻图都成为她在主图内的作

战资源。

（三）诸假说：合作边与冲突边的互动

以上就是战争图集的全部形式定义，提供了描述冲突及彼此关系的理论模板。

使用该模板，我们可以将任意国际体系重新刻画为一个战争图集。 理论家要做的就

是寻找冲突之间的作用机制规律并提出假说。 在战争图集中，这项工作围绕图的边

展开。

所有冲突事件都可以转述为边的生成序列，所有战争理论都可以转述为边与边的

因果关系。 第三方援助 ／结盟行为与冲突爆发的关系可转化为合作边与冲突边之间的

关系。 确立因果关系之前先要明确边的出现顺序。 如果我们是历史的亲历者，那么可

以自行观察并记下每一条边的出现顺序，认为这条边与那条边有这样或那样的因果关

系，提出自己的战争理论。 这样，我们既是战争的历史家，又是战争的理论家。 如果我

们只是战争史文本的读者，则有两点不同：第一，文本经已确定、不再变化，因此我们一

定可以明确还原史述中边的序列。① 第二，可以通过史料裁剪、叙事顺序、语法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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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并不是就此认为该史述与历史的全部真相确定一致，而是相信通过对史料的批判性解读准确把握

了历史的一个切片。



论证流程等判断这些边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这种判断就是对战争史述中含有的战争理

论的重构。 接着可以考察，这样重构出来的理论是否符合某些理论假说。 在战争图集

中，以某一历史记载作为案例验证理论假说的具体方法就是这样。

要还原修昔底德的冲突理论，可利用的事件和文本有两处。 研究修昔底德史书中

内战的学者一般选择公元前 ４２７ 年的柯西拉内战与修昔底德的“内战插叙（ｔｈｅ ｓｔａｓｉｓ－

ｅｘｃｕｒｓｕｓ： Ｔｈ．３．８２－８３）”，但这仍显不够。 在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过程特别是

在第一卷“埃皮丹努内战 ／柯西拉事件”段落（ ｔａ Ｋｅｒｋｙｒａｉｋａ： Ｔｈ．１．２４－５５）中，①修昔底

德提供了更加复杂的冲突扩散叙事。 在这两个事件中，冲突扩散的动力机制是一致

的。 它们都证实了以下两个假说，但先前鲜有人试图寻找这两个事件的共有机理。

假说 １：“星火假说”

只有当作战单元 ＶＡ 拥有一个主战争图 Ｐ １，她才会向另外一个战争图 Ｐ ２ 内的顶

点施以援手，从而使得 Ｐ ２ 成为她的相邻战争图。 如果 ＶＡ 自身并未卷入冲突甚至连

面临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都没有，那么她何来动力去援助另外一场战争中的另外一个作

战单元？ 毕竟那不是她的战争。 因此我们有如下假说：

Ｈ１：一个作战单元在自己主体系内存在冲突边，会促使她向相邻体系发起援助。

这一假说可以同时容纳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四类冲突间关系。 在任意两个冲

突之间，干预者身处一个战争图，得到援助的作战单元身处另外一个战争图，两图

之间通过合作边相邻。 修昔底德对内战与战争关系的两段记载都符合这一假说。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公元前 ４２７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雅典决定援助柯西拉内

战。 公元前 ４３５ 年，科林斯之所以决定援助埃皮丹努，是由于她与柯西拉的敌对；

雅典之所以决定援助柯西拉，是因为她即将与斯巴达开战。 一个战争图可以通过

上述方式向其相邻而不连通的战争图掷出星火、引发战争，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一假

说称为“星火假说”。

假说 ２：“燎原假说”

相邻的两个战争图之间，第一条合作边的形成符合假说 １（Ｈ１），最后一条合作边

的形成符合假说 ２（Ｈ２）。 考虑相邻的两个战争图，如果这两个图同为 ｎ 极结构且已

经形成了 ｎ－１ 条合作边，那么第 ｎ 条合作边也将很快形成。

Ｈ２：一个战争图与一个潜在战争图极数相同并且已经相邻，会促进它们之间最后

·８３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① 由于埃皮丹努内战中的核心行为体是柯西拉，所以西方修昔底德研究者使用“柯西拉事件”的希腊文拉

丁转写 ｔａ Ｋｅｒｋｙｒａｉｋａ 指代第一卷第 ２４—５５ 节。 但为了区别于本研究另一核心文本公元前 ４２７ 年的柯西拉内战，
本文将 Ｔｈ．１．２４－５５ 称为埃皮丹努内战。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一条合作边的形成，这个潜在战争图由此将变为实际战争图。

虽然假说 ２ 看似条件过于苛刻、解释价值有限，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ｎ 看起来

可以很大，ｎ－１ 条合作边全部形成这一条件难以达到；同时，在 ｎ－１ 条合作边已经形成

的情况下，单单考察最后一条合作边的形成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但在考察冲突间关系

时，我们关注的国际体系多为两极和三极结构，很少会超过五强格局，①而内战最常见

的参战方数目是两个，极少超过五个。 这样一来，内战中的对手（在两极格局中）或内

战的其他两个参战方（在三极格局中）都引入外援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接下来这一方

该如何行动以及为何行动仍值得研究。②

其次，假说 ２ 的解释价值在于强调和补充：形成最后一条合作边的动能是来自系

统（图）而非行为体（顶点）。 与其说“援助敌人的敌人”是作战单元的理性决策，不如

说这是网络动能的表达：系统的空缺点存在引力，引发行为体行动。③ 修昔底德笔下

一开始拒绝援助埃皮丹努民主党人的柯西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迟迟不愿向盟

友伸出援手的斯巴达都表明，理性决策有时无法解释援助行为。 这个假说的实质含义

是，由于结构上的相似，一个战争图可以在其相邻战争图中复制战火。 我们不妨称这

一假说为“燎原假说”。

“星火假说”和“燎原假说”可以构建冲突扩散的一种系统动力学。 为解释冲突的

起源，“星火假说”诉诸一个战争图而非一个顶点；为解释冲突的扩散，“燎原假说”诉

诸体系的自我复制条件。 由此可见，战争图集是在体系层次分析冲突的统一框架。 如

果修昔底德的记载可以证实上述假说，那么修昔底德的战争理论也是体系层次的国际

政治理论。

四　 极简二层战争图集：柯西拉内战

修昔底德在描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第一场内战即柯西拉内战之后，对内战

现象做了长篇评论（Ｔｈ．３．８２－８３）。 这则评论的前三节包含了修昔底德对内战与战争

·９３１·



①

②

③

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研究以欧洲近代国际体系为经典多极结构，其主要行为体一直不超过五个。 参见

Ｂａｒｒｙ Ｒ． Ｐｏｓｅ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 Ｖｏｌ．１４６，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１７１。
在定量研究中，已经有学者证实假说 ２ 在两极格局中是可以成立的。 参见 Ｅｒｉｋ Ａ． Ｇａｒｔｚｋｅ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ｋｒｅｄｅ 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 “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ｉａ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ｙａｄ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６， Ｎｏ．１， ２０２２， ｐｐ．４－６。

该看法受到以下研究的启发：哈里森·怀特将工作流动视为职位空缺在网络中的转移。 参见 Ｈａｒｒｉ⁃
ｓｏｎ Ｃ． Ｗｈｉｔｅ， “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Ｖａｃａ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７８， Ｎｏ． １， １９７０，
ｐｐ．９７－１０５。



关系的部分看法。 第一节（Ｔｈ．３．８２．１）帮助我们还原边的序列及逻辑关系，勾勒出公

元前 ４２７ 年的战争图集，并证实两个假说。 第二节和第三节（Ｔｈ．３．８２．２－３）则与两个

假说一起，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修昔底德关于冲突扩散的两个著名论断。

（一）柯西拉内战（ｓｔａｓｉｓ－ｅｘｃｕｒｓｕｓ， Ｔｈ．３．８２－８３；公元前 ４２７ 年）及其战争图集

公元前 ４２７ 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五年，希腊西北部的城邦柯西拉爆发内战。

修昔底德记载了这一内战过程，①并评论了内战现象。

Ｔ １．１（Ｔｈ．３．８２．１）

这场残酷的内战就这样进展了，它看起来（比其他内战）更加（残酷），因为它成为

其他一系列（内战）的第一场，而就在后来，连整个希腊———打个比方说———都被震动

了。 冲突到处都是，民主党邀请雅典人（为盟友），同时寡头党邀请斯巴达人（为援

助）。 在和平时期，他们既无借口也无勇气（向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求援；然而在战争

时期，（既然）双方都有盟友，那些想要通过革命去损害敌人、增进自己利得的人就很

容易会去引入援助。

依据第二句话，列出这四条边的生成序列，得到战争图集（如图 ３）：

∑４２７ ＢＣＥ ＝｛Ｐ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ＰＣｏｒｃｙｒａ－Ｓｔａｓｉｓ｝

根据第三句话可以判定边与边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句话表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

自变量，两条合作边是因变量，战争是援助及内战的原因。 这符合修昔底德研究者的

一致观察，②并证实了假说 １：如果不是因为正在彼此作战，雅典与斯巴达不会干预柯

西拉内战，毕竟那不是她们的战争。

（二）“战争是使用暴力的教师”

假说 １ 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战争是使用暴力的教师”这个著名比喻。 这句话不

仅明确了战争是内战的原因，还强调了战争是作为一个整体释放出对城邦内政治的影

响的。

·０４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①
②

Ｔｈ．３．７０－８１．
Ｊｏｈｎ Ｌ． Ｍｏｌｅ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Ｕｎｔｒｕｔｈ ｉｎ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Ｐ． Ｗｉｓｅｍａｎ， ｅｄｓ．， 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ｅ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ｅ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１００； 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Ｇｅｈｒｋｅ， Ｓｔａｓｉｓ：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 ｄｅｎ ｉｎｎｅｒ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 ｉｎ ｄｅｎ ｇｒｉｅ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 ｄｅｓ ５． ｕｎｄ
４．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 ｖ． Ｃｈｒ， ｐ．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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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柯西拉内战的战争图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Ｔ １．２（Ｔｈ．３．８２．２．５－１０）

因为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城邦和个人都持有更好的脾性，因为（他们）不会遭遇

不情愿的必需；然而战争———通过剥夺他们的每日所需———（是一位）使用暴力的教

师，（战争）使得大多数人的性情与周遭环境相适应。

修昔底德将战争比作教师，同时使用动词“使得……相适应”的主动态，强调战争

作为一个整体的强大作用。① 他的这种拟人手法不仅强调了非人因素的主动性，还强

调了这一因素的整体性：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点燃了另一场战争柯西拉内

·１４１·



① 当想要强调某种非人因素的重要性时，修昔底德会将这个非人因素作为主语并使用动词的主动态。 参

见 Ａｄａｍ Ｐ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ｇｕ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Ｖｏｌ．１６， １９６９， ｐ．１１５。 希腊人相信，拟人化的非人因素比人更强大。 参见 Ｃｏｌｉｎ Ｗ．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Ｆａｃｔｉｏｎ （３．８２－８３），” ｐ．５４。



战的战火。 这样，在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现有正确观察①之外，假说 １ 赋予了这句话新

的含义：一场战争是另外一场战争之母。

（三）两极体系下的冲突扩散模式：从“第一场内战”到“整个希腊被震动了”

战争图集和两个假说还帮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修昔底德关于冲突的另一个著名

论断：“这场残酷的内战就这样进展了，它看起来（比其他内战）更加（残酷），因为它成

为其他一系列（内战）的第一场，而就在后来，连整个希腊———打个比方说———都被震

动了。”

围绕这句话，修昔底德研究者就两个问题争论不休。 第一个问题是，修昔底德为

什么说柯西拉内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一场内战。 如果柯西拉内战是伯罗奔尼

撒战争中的“第一场”内战，那么发生在公元前 ４３０ 年初夏的诺提昂内战②为什么没有

被算作第一场内战？③ 古典学家认为应抽象地理解“成为第一（ ）”，这句

话的实际意思是“（柯西拉内战）成为其他一系列（内战）当中最突出的一场”。④ 笔者

则认为， 就是“第一”的意思，只要把修昔底德的措辞放入柯西拉内战的战争图

集来看，柯西拉内战确实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一场内战，因为修昔底德将范围限

定在所有直接由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的城邦内战上。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整个希腊被震动了（ ）”。 为此需要勾勒柯

西拉内战爆发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希腊世界普遍内战的战争图集。 ＰＣｏｒｃｙｒａ－Ｓｔａｓｉｓ

是 Ｐ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点燃的第一个战争图。 此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一系列城邦反复制造

了内战。 这些内战的战争图相互独立，与 Ｐ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相邻但不连通（如图 ４）。

∑４２７ ＢＣＥ ＝｛Ｐ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ＰＣｏｒｃｙｒａ－Ｓｔａｓｉｓ，Ｐ ｓｔａｓｉｓ ２，Ｐ ｓｔａｓｉｓ ３，…｝

“被震动了”一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修昔底德在史书一开篇就将这场战争称为

“最大的震动（ ）”。⑤

·２４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①

②
③
④
⑤

宏观层面上，苗中泉和时殷弘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斯巴达和希腊文明都产生了恐怖的影响。
参见苗中泉、时殷弘：《“战争乃残酷之师”———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帝国的能动蜕变》，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９８—１２９ 页。 微观层面上，学者们更多注意到教师意象的伦理教导功能，即战争对伦理的

影响。 参见 Ｌｏｗｅｌｌ Ｅｄｍｕｎｄ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ｓｉｓ（３．８２－８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７９， １９７５， ｐｐ．７３－９２。

Ｔｈ．３．３４．这场内战发生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雅典平原的时候”（Ｔｈ．３．３４．１）。
Ｗａｌｔｅｒ Ｒ． Ｃｏｎｎｏｒ，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１０３， ｎ．６１．
Ｗａｌｔｅｒ Ｒ． Ｃｏｎｎｏｒ，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１０３， ｎ．６１．
Ａｒｎｏｌｄ Ｗ． Ｇｏｍｍ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Ｖｏｌ． ＩＩ，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６， ｐ．３７２； Ｓｉｍｏｎ Ｈｏｒｎｂｌｏｗｅｒ，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Ｖｏｌ．Ｉ，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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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腊城邦内战的图集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Ｔ １．３（Ｔｈ．１．１．２）

因为这是希腊人……最大的震动……

作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性质的判断以及对希腊世界内战泛滥状况的描述，“震

动”及其同源词似乎既指战争又指内战。 学者们无法接受这两者的混淆，试图将

解释为其他含义。① 杰弗里·拉斯腾（Ｊｅｆｆｅｒｅｙ Ｒｕｓｔｅｎ）认为 是指将某种

力量从防御状态转为进攻状态，意思是“动员”。② 笔者认为，根据这种理解， 还

可以指新战争图的诞生，“最大的震动”就是指包含了最多战争图的一个战争图集。

∑４２７ ＢＣＥ是本文根据修昔底德史书构造的第一个战争图集。 这个极简二层战争图

集刻画了国家间战争引发内战及内战扩散的过程。 修昔底德描述“整个希腊被震动

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人最大的一场震动”，意思是通过“星火效应”和“燎原

效应”，伯罗奔尼撒战争制造了最多的、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城邦内冲突，遍及整个

希腊。 这一点与冷战时期尤为相似。

·３４１·



①

②

约阿希姆·拉塔茨和尼古拉斯·哈蒙德认为该词指的是决定战争规模的条件。 米沙·迈耶认为该词包

含了修昔底德的战争理论。 普赖斯将“最大的震动” 等同于“最深刻的内乱”。 参见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Ｌａｔａｃｚ， “ Ｄｉｅ
Ｒäｔｓｅｌｈａｆｔｅ Ｇｒｏｓｓｅ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Ｚｕｍ Ｅｉｎｇａｎｇ ｄｅｓ 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ｅｒｋｓ，” Ｗüｒｚｂｕｒｇｅｒ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 ｄｉｅ
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Ｖｏｌ．６， １９８０， ｐ．８９；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Ｇ． Ｌ．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ｅｍ ａｎ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 Ｎｏ． ３ － ４， １９５２， ｐ． １３２； Ｍｉｓｃｈａ Ｍｅｉｅｒ，
“‘Ｄｉｅ ｇｒößｔｅ Ｅｒｓｃｈüｔｔｅｒｕｎｇ ｆüｒ ｄｉｅ Ｇｒｉｅｃｈｅｎ’ －Ｋｒｉｅｇ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ｋ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ｎ ｉ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ｅｒｋ ｄｅｓ 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
ｐｐ．３２９－３４５；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Ｊ． Ｐｒｉｃ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Ｗａｒ， ｐ．２０７。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ｕｓｔｅ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Ｋｉ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Ａ． Ｃｌａｒｋ， Ｅｄｉｔｈ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ｔｈ Ｐ． Ｈａｌｌｅｔ， ｅｄｓ．， Ｋｉｎ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ｓｔｕｒ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ｏｒ Ｄｏｎａｌｄ
Ｌａｔｅｉｎｅｒ，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２７－４０．



五　 多层战争图集：从埃皮丹努内战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一）埃皮丹努内战（ ｔａ Ｋｅｒｋｙｒａｉｋａ， Ｔｈ．１．２４－５５；公元前 ４３５—公元前 ４３２ 年）的

战争图集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希腊人的殖民地城邦埃皮丹努陷入内战。 冲突双方一开

始分别向波斯和柯西拉求援，后来分别向柯西拉和科林斯求援。 柯西拉和科林斯由此

开战。 然后，柯西拉向雅典求援，请求与雅典结盟。 雅典接受柯西拉为盟友，这激怒了

科林斯。 在科林斯的劝说下，①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最终决定向雅典及其帝国开

战。② 这个过程同样可以重构为一个战争图集（如图 ５），它由四个战争图构成。

∑４３５－４３２ ＢＣＥ ＝｛Ｐ Ｐｅｒｓｉａ，ＰＥｐｉｄａｍｎｕｓ－Ｓｔａｓｉｓ，ＰＣｏｒｃｙｒａ，Ｃｏｒｉｎｔｈ，ＰＡｔｈｅｎｓ，Ｓｐａｒｔａ｝

图 ５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过程的战争图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以下两个决策过程证实了假说 １：科林斯决定援助埃皮丹努民主党人（④）③以及

雅典决定援助柯西拉（⑦）。 还有两个决策过程证实了假说 ２：柯西拉决定援助埃皮丹

·４４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①
②
③

Ｔｈ．１．６８－７１， １．１２２－１２４．
Ｔｈ．１．８６－８８， １．１２５．
下文中，带圈数字对应图 ５ 中相应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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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寡头党（⑤）以及斯巴达决定援助科林斯（⑧）。 对于④和⑦，修昔底德呈现的叙事

逻辑是：一个作战单元支援其相邻战争图中的另外一个作战单元，是因为自己已经或

即将身处战争图中，“我支持你是因为我要与其他国家开战了”。 这符合“星火假说”。

而对于⑤和⑧，修昔底德呈现的叙事逻辑是：作战单元支援相邻战争图中的某个作战

单元，是因为“我的敌人援助了你的敌人，但原本我不愿插手”。 这符合“燎原假说”。

形成这四个决策的驱动力不是来自行为体理性，而是来自体系动能。

（二）星火（Ｈ１）：科林斯的干涉决定和雅典的结盟决定

这一战争图集中的第四条边和第七条边能够证实假说 １，因为对于科林斯干涉埃

皮丹努内战的决定以及雅典与柯西拉结盟的决定，修昔底德呈现了相同的叙事逻辑：

“我支持你那场与我无关的战争，是因为我就要与其他城邦开战了。”

先看第四条边：科林斯为什么决定援助内战中的埃皮丹努民主党人？ 因为科林斯

怨恨柯西拉，即科林斯的主体系 ＰＣｏｒｃｙｒａ， Ｃｏｒｉｎｔｈ存在潜在冲突边。

科林斯援助埃皮丹努的原因体现在下面这个段落：

Ｔ ２．１（Ｔｈ．１．２５．３）

科林斯人根据正当（的权利原则，）接受了他们的求援，因为（科林斯人）认为（埃

皮丹努）是柯西拉人的殖民地，也可以算是他们的殖民地，同时也（因为科林斯人）憎

恶（柯西拉人的）缘故，因为（柯西拉人）作为科林斯人的殖民者，忽视了（科林斯）；因

为在公共节庆中，他们既不献出习俗所规定的荣誉礼物，又不像其他殖民者那样，为科

林斯人作仪式的预备仪式；（科林斯人还相信）（柯西拉人）蔑视（科林斯人），（因为）

在那个时候，（柯西拉人）与希腊人当中最富裕的人在金钱方面旗鼓相当，在战备方面

还要更加优越；同时，柯西拉人有时还吹嘘他们的海军十分优越，因为柯西拉先前的居

民费埃科斯人在舰船事务方面名声卓著（因此〔柯西拉人〕也拥有海军，并且相当有能

力；他们开始战斗的时候，已经保有 １２０ 艘三列桨战舰）。

这段话提到了科林斯援助埃皮丹努民主党的两类理由：第一，科林斯对殖民地埃

皮丹努享有母邦权利。 第二，科林斯因为宗教和政治原因怨恨柯西拉。 其中，政治怨

恨源于柯西拉财富的日益积累以及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的日益增长。 笔者认为，

科林斯对埃皮丹努的母邦权利不值一提，对柯西拉的怨恨才是科林斯在埃皮丹努内战

中援助民主党人的真正动机。 潜在战争图 ＰＣｏｒｃｙｒａ， Ｃｏｒｉｎｔｈ要被点燃，星火来自其相邻战争

图 ＰＥｐｉｄａｍｎｕｓ－ｓｔａｓｉｓ。 这符合“星火假说”。

·５４１·





第一，以母邦权利作为干涉理由存在双重不可靠：科林斯算不上是埃皮丹努的母

邦，①即便是母邦也不能干涉殖民地。② 第二，是科林斯对柯西拉的怨恨主导了科林斯

对埃皮丹努内战的决策过程，但这一怨恨———无论是宗教怨恨还是军事政治担

忧③———与埃皮丹努有何关系？ 修昔底德并未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作对前序事件的

解释，④而是不自觉地写下了“星火假说”的原理：一个作战单元决定在其相邻体系内

施以援助，原因是其主体系内存在冲突边。
再看第七条边：雅典为什么要与柯西拉结盟？ 这一决策过程分为两步：一是柯西

拉使节前来劝说，⑤二是雅典人自行考虑并决定。⑥ 修昔底德在这两个步骤中使用了

相同的论证：一是结盟将给雅典带来一支强大的舰队，二是雅典自身与斯巴达的战争

迫在眉睫；后者是前者的前提。 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认可柯西拉人劝说他们与之结

盟的理据，这说明即将与斯巴达人开战就是雅典人决定与柯西拉结盟的根本原因。 第

七条边的形成动力来自雅典的主体系。
为说服雅典人与其结盟，柯西拉使节反复提出三点理由：⑦第一，雅典人是在帮助

受害者。 第二，他们将得到柯西拉人的感激。 第三，他们将得到希腊世界第三大海军

舰队。 在这三点理由当中，只有舰队论据才能说服雅典人，原因有两点：首先，以亚里

士多德的修辞学标准来看，⑧这篇政治演说的核心论点应当是结盟有益。 其次，除舰

·６４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提供“建城者”的城邦，在一个混合殖民地城邦中享有一定的荣誉地位，但这无法保证她是新城邦的主导

城邦。 雅典在图里（Ｔｈｕｒｉｉ）的殖民地可以佐证这一点。 参见 Ｄｏｎａｌｄ Ｋａｇａ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ｐ．３８２， ｐ．１５７， ｐ．１６８。

柯西拉使节明确指出，“被派出的（殖民者）对于留在（城邦内的母邦公民）而言，不是奴隶，而是平等的”
（Ｔｈ．１．３４．１）。 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ｒａｎ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ｃｙｒ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ｑ⁃
ｕｉｔｙ，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２， ｐ．１１。 此外，古希腊最常见的干涉借口是“帮助被损害的一方”。 参见 Ｐｏｌｌｙ Ｌｏｗ，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ｒｅｅｃ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１７７。

这种担忧确实是科林斯决定干涉埃皮丹努的真正原因，这既符合修昔底德的理论预设，又符合修昔底德

的归因习惯。 参见 Ｊｏｓｉａｈ Ｏｂ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９：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ｈｅôｒêｔｉｋｏｓ ／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Ｈｉｓｔôｒ：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 Ｒｕｓｔｅｎ，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ｐ．４４１－４４４；
Ｔｈ．１．２３．５－６。

Ｍａｂｅｌ Ｌ． Ｌａｎｇ，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ａｍｎ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５， １９６８， ｐｐ．１７４－１７５．
Ｔｈ．１．３１．２－３６．３．
Ｔｈ．１．４４－４５．１．
Ｔｈ．１．３２．１； Ｔｈ．１．３３．１．
亚里士多德将雅典演说分为政治演说、法庭演说和典礼演说三类。 其中，政治演说的目的是劝服或劝阻

实施一项政策建议，关注的是利害，而非正义与否（法庭演说的目的）或者是否值得称赞（典礼演说的目的）。 参

见 Ａｒｉｓｔ． Ｒｈ．ｉ．３．５， １３５８ Ｂ ２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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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理由外，雅典帮助柯西拉无法取得其他利益。①

舰队论据对雅典人的决策发挥影响的前提条件是雅典与斯巴达即将一战。② 柯

西拉人在演说中反复提及这一冲突前景。

Ｔ ２．２（Ｔｈ．１．３３．３）

如果你们当中的某一位认为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将（对你们）有

用———不会发生，那么他就错了，并且他没有看到斯巴达人因为害怕你们正在作战、科

林斯人因为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有能力而对你们产生敌视，正在先行夺取我们、图谋

对付你们，以防止我们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 他们还势必会采取主动，要么削弱我们，

要么保障他们自己的地位。

Ｔ ２．３（Ｔｈ．１．３６．１）

还须知道，与此同时，他现在审议的不止关乎柯西拉，且更关乎雅典；由于将视野

限制在当下，在这场即将发生、马上发生的战争中，只要你们还在犹豫（是否要）将这

个地方拉入自己的阵营———这个地方是友是敌，关系重大———这便不是在为雅典考虑

其最重要的利益。

舰队论据和冲突前景共同构成了这篇政治演说的核心论证。 在决策的第二个步

骤即雅典人的思考与判断中，被纳入考虑的也是冲突前景与柯西拉舰队这两点。③

“我就要与别人开战了，因此我选择援助你。”柯西拉人劝雅典人这样思考，雅典接受

这个论证并做出了结盟决策。

修昔底德研究者无法充分理解这样一种论证。 他们指出，在此处似乎人人都觉得

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但后来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斯巴达人还在百般拖延，

战争似乎还可以避免。 修昔底德研究者因此批评他的写作是出于后见之明。 笔者认

为不应这样批评修昔底德，而应该把他看作具备理论自觉的叙事者。 他只是写出了

“星火假说”的原理：一个作战单元会因为自己体系内存在的潜在冲突边而选择援助

·７４１·



①

②

③

结盟通常基于两种理由：一是曾对雅典人有贡献，二是与雅典人有亲缘关系。 柯西拉奉行不结盟政策，
从未对雅典人有贡献。 柯西拉人属于多利安人，而雅典人属于爱奥尼亚人，没有族群亲缘关系。 参见 Ｗａｌｔｅｒ Ｒ．
Ｃｏｎｎｏｒ，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３４， ｎ．３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Ｃａｌｄｅｒ Ⅲ， “ Ｔｈｅ Ｃｏｒｃｙｒｅａｎ⁃Ｃｏｒｉｎｔｈｉａｎ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Ⅰ，”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４， １９５０， ｐｐ．１７９－１８０； Ｗａｌｔｅｒ Ｒ． Ｃｏｎｎｏｒ，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ｐ．３４－３５．

Ｔｈ．１．４４．２．



相邻体系内的作战单元。 这一机理确实存在并起作用。 其一，为实现结盟，柯西拉使

节以冲突前景相威胁，说明冲突前景确实是合作边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其二，在心理

层面上，冲突前景在公元前 ４３５ 年完全可以是真实的：一旦作战单元跨过了心理上的

卢比孔河，①我们就可以认为，她的主体系内已经存在潜在冲突边。 要促使合作边形

成，冲突不必是已经真实发生的。②

（三）燎原（Ｈ２）：柯西拉的干涉决定和斯巴达的开战决定

在战争图集∑４３５－４３２ ＢＣＥ中，第五条边与第八条边的形成能够证实假说 ２。 在修昔

底德笔下，柯西拉之所以决定援助埃皮丹努寡头党、斯巴达之所以决定与雅典开战，都
是因为“我原本不想插手你的战争，但是我的敌人已经帮助了你的敌人（这样一来，我
便不得不帮助你）”。

我们先考虑第五条边：为什么柯西拉决定援助内战中的埃皮丹努寡头党人？ 修昔

底德对此给出了明确回答，是因为科林斯已经援助了埃皮丹努民主党，“我的敌人已

经帮助了你的敌人”，而柯西拉原本是不情愿的。
第五条边发生的理由是第四条边：此时的科林斯已经向埃皮丹努民主党伸出援

手，柯西拉人因此大怒并马上行动。

Ｔ ２．４（Ｔｈ．１．２６．３）
而就当柯西拉人听说殖民者与驻军被派往了埃皮丹努，殖民地埃皮丹努被交给了

科林斯人，他们愤怒了；柯西拉人立即派出 ２５ 艘舰船，接着又派出另一支远征军，以挑

衅的方式要求埃皮丹努接收被流放的人（因为埃皮丹努流亡者来到了柯西拉，指出因

为共同的祖先和亲缘关系，宣称埃皮丹努需要柯西拉人领导），并要求埃皮丹努赶走

科林斯人派来的驻军和殖民者。

柯西拉人的愤怒和迅速行动与他们先前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 埃皮丹努内战刚

·８４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①

②

这项研究借助心理学的决策阶段模型揭示，战争爆发前存在一个关键的决策节点，在此之前，行动者心

理是审议性的，在此之后是执行性的。 西谚“跨过卢比孔河”指的就是这个关键节点。 参见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Ｄ． Ｐ． Ｊｏｈｎ⁃
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Ｔｉｅｒｎｅｙ， “Ｔｈｅ Ｒｕｂｉｃ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Ｎｏ Ｒｅ⁃
ｔｕ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ｐ．７－４０， ｅｓｐ．ｐ．１３。

迈克尔·艾伦和本杰明·福德曼指出，弱国可以通过为强国不断制造卷入代价（如威胁要进行持续的游

击战）来降低强国的决心，这种卷入代价可以仅仅是一种威胁而非事实。 科林·柯雷宁和罗伯特·舒布则发现，
影响结盟谈判与决策的因素中必须包含前瞻性的权力互动机理。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Ｏ．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Ｆｒｏｍ Ｍｅｌｏｓ ｔｏ Ｂａｇｈｄａ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１０３０； Ｃｏｌｉｎ Ｋｒａｉｎ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ｂ，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５， Ｎｏ．４， ２０２１， ｐｐ．９０５－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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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爆发时，民主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向柯西拉人求援，但柯西拉人出人意料地拒绝了

他们，第三条边没能形成（③）。

Ｔ ２．５（Ｔｈ．１．２４．６－７）
城里的这些埃皮丹努民主党被镇压后，派出使节去柯西拉，因为柯西拉是母邦，民

主党请求柯西拉人密切监视，以防他们自己被摧毁，并且与流亡者（埃皮丹努寡头党）
和解，解决（与）蛮人的战争。 他们作为乞援人坐在赫拉神庙里，哀求这些事情。 但是

柯西拉人不仅没有听从他们的求援，还赶走了这些乞援人，（让他们）一无所获。

柯西拉拒绝援助埃皮丹努民主党不仅令埃皮丹努民主党人惊讶，也令读者感到惊

讶。① 然后，埃皮丹努民主党对科林斯提出完全相同的要求，得到了积极回应。

Ｔ ２．６（Ｔｈ．１．２５．２）
依据神谕回答，埃皮丹努人来到科林斯，交出殖民地，因为他们的（殖民地）建城

者来自科林斯，（也因为）神谕回答，他们想要（科林斯人）密切监视并前来援助，以防

他们自己被摧毁。

修昔底德使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措辞，以凸显同一诉求在柯西拉和科林斯得到的

不同回应。 科林斯接纳埃皮丹努的求援，是“因为我就要与其他人开战了”（Ｈ１）。 而

柯西拉转变态度决定援助埃皮丹努内战中的另一方，是因为“我的敌人帮助了你的敌

人”（Ｈ２），尽管她原本并不情愿。
“我的敌人帮助了你的敌人”解释了为什么柯西拉人一开始不接受埃皮丹努民主

党人的请求、后来却又接受了埃皮丹努寡头党人的请求。 学者们起初没有发现这一机

理。 一些学者由此推测，柯西拉拒绝民主党而接受寡头党求援，说明柯西拉与埃皮丹

努寡头联系更加密切。② 马布尔·兰（Ｍａｂｌｅ Ｌ． Ｌａｎｇ）认为这表明修昔底德对史料有

所裁剪。③ 这些看法暗示，“我的敌人帮助了你的敌人”不足以成为合作边形成的动

力。 但修昔底德已明确说明，柯西拉决定干涉的原因就是科林斯的卷入。 这符合“燎
原假说”的运行机理：两个相邻战争图同为两极体系，在已经形成一条合作边的情况

·９４１·



①

②
③

这种令人惊讶的效果是修昔底德有意制造的。 参见 Ｍａｒｉａ Ｆｒａｇｏｕｌａｋｉ，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
ｍｕｎ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６８， ｎ．７２。

Ｄｏｎａｌｄ Ｋａｇａ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ｐ．２０９， ｎ．１４．
Ｍａｂｅｌ Ｌ． Ｌａｎｇ，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ａｍｎ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５， １９６８， ｐ．１７４．



下，另一条合作边也将很快形成。 这一合作边的形成动力来自系统，而非行为体，因此

不能用行为体理性模式去观察。 “我原本不愿援助你，但我的敌人已经帮助了你的敌

人”表达的是战争图的相互连通状况对作战单元决策产生的影响。 至于作战单元是

否情愿，在此并无决定性。

第八条边的形成显示了同样的原理。 柯西拉最终决定援助埃皮丹努寡头党，主要

是因为科林斯人已经援助了民主党，而她自己原本是不情愿的。 同样，斯巴达最终决

定援助科林斯也是因为雅典已经援助了柯西拉，而斯巴达自己根本不情愿。

修昔底德选择把埃皮丹努内战和波提狄亚事件写成战争导火索，这是有问题的。

这两件事与斯巴达并不直接相关。① 科林斯人也清楚知道斯巴达人并不情愿。② 斯巴

达居然会因为与自己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被拖入一场大战，学者们对此十分不解。③

先前的古典学家推测，修昔底德一开始认为科林斯是大战的罪魁祸首，详写了科林斯

的作用；后来他改变了想法，认为雅典才是真正的原因，但没有来得及删去已经写好的

科林斯内容。④ 我们不必这样认为。 国际关系学者强调第三方力量在两极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⑤这是接下来的理解基础。

修昔底德记载的是他对冲突的体系动力学的敏锐观察。 表面看来，双方“撕毁和

约的原因、相互责难的理由”⑥与雅典和斯巴达并无直接关联。 但事实上，雅典卷入科

林斯与柯西拉的争端（⑦）后，战争图 ＰＣｏｒｃｙｒａ， Ｃｏｒｉｎｔｈ就成了她的伴随体系。 斯巴达卷入

科林斯事务（⑧）后，战争图 ＰＣｏｒｃｙｒａ， Ｃｏｒｉｎｔｈ也成了她的伴随体系。 “我原本不愿插手”，但

·０５１·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不管怎么说，柯西拉和波提狄亚都是科林斯的争端。”参见 Ａｎｔｏｎｙ Ａｎｄｒｅｗｅ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
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９， Ｎｏ．２， １９５９， ｐ．２２７。

战前“不情愿的斯巴达”这一形象深入人心。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ａｒｄｅ Ｇｒｕｎｄｙ，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ｓ Ａｇｅ， Ｖｏｌ．Ｉ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４８， ｐｐ．２３５－２３７；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Ｐａｒｍｅｇｇｉａｎｉ， “Ｈｏｗ Ｓｐａｒ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Ｗｅｎｔ ｔｏ Ｗａｒ： Ｖ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４３２－１ Ｂ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Ｖｏｌ．６７，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４４－２５５；李隽旸：《恐
惧抑或默许———斯巴达战前海洋战略再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８—１２３ 页。

这导致两种解释。 修昔底德研究者认为，修昔底德原本认为科林斯才是大战的起因。 国际关系学者则

看到了同盟政治的负面作用。 参见 Ｅｄｕａｒ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Ｄａ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ｅｒｋ ｄｅｓ 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 Ｄｒｉｔ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Ｇｅｏｒｇ
Ｏｌｍｓ Ｖｅｒｌａｇｓ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１９６９， ｐｐ． ９２ － １０１； Ａｎｔｏｎｙ Ａｎｄｒｅｗｅｓ， “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ｐｐ．２２７－２２８； Ｐｅｔｅｒ Ｊ． Ｒｈｏｄｅ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Ｈｅｒｍｅｓ， Ｖｏｌ．１１５， １９８７，
ｐ．１５８。

爱德华·施瓦茨和安东尼·安德鲁斯都将科林斯在战争爆发过程中的显著作用归因于修昔底德早期的写

作计划。 参见 Ｅｄｕａｒ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Ｄａ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ｅｒｋ ｄｅｓ 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 ｐｐ．１１３－１１６； Ａｎｔｏｎｙ Ａｎｄｒｅｗｅ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ｐｐ．２２７－ ２３０； Ｐ． Ｊ． Ｒｈｏｄｅｓ， “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ｐｐ．１５８－１５９。

玛尔塔·索尔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中两大阵营的冲突与第三种力量的行为》，载《新史学》，２０１７ 年

第十九辑，第 ３１１ 页。
Ｔｈ．１．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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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敌人已经援助了你的敌人”。 战火就这样在相邻且结构类似的战争图之间复

制，ＰＣｏｒｃｙｒａ， Ｃｏｒｉｎｔｈ就这样点燃了 ＰＡｔｈｅｎｓ， Ｓｐａｒｔａ的战火。 至此可以说，我们从字面上和理论上

都理解了这样一种战争起源的叙事模板：发生在边陲的冲突点燃了全希腊的战火。①

修昔底德所认为的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雅典不断强大，斯巴达因此感到恐

惧———就是嵌入这样一个战争图集的。②

六　 第二意象破碎之后

我们在没有第二意象干扰的条件下总览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冲突扩散的全景，为
各类冲突构拟逻辑地形图，在此基础上验证关于冲突扩散的两个假说。 然而，解读具

有理论自觉的历史叙事并不是战争图集的唯一潜力。 下文将简要举例说明，打碎了第

二意象之后，战争图集如何帮助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解释历史、评价政策以及帮助量化

研究者为冲突现象编码。
（一）图集的结构类型及其政策含义

以冷战为例，考察图集的结构类型，可以发现战争图集主要有三种结构，分别对应

冲突扩散的三种衰变曲线，即指数级扩散（图集层数理论可达 ｎｎ）、单一线性扩散（图
集层数为 ｎ）和单中心的辐射扩散（图集层数为 ２）。 在分辨图集的结构类型时，明确

并理解其层次数目至关重要。
第一，冲突很难呈指数级爆炸扩散（如图 ６），因为这需要每个作战单元都有能力

多次向邻图伸出援手，制造多个相邻战争图。 如果冲突这样扩散，可能会出现两种结

果：一是冲突很快遍及所有作战单元，战争图集演变为一个强连通图，③这意味着所有

作战单元对所有作战单元的战争；二是作战单元不断分裂为更小的作战单元，直至任

何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全部不复存在。 显然，这两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极端情况，在现

实中很少发生。
第二，冲突也很难出现单一的线性扩散（如图 ７）。 这是由于，如果从战争图 Ｐ ｉ－１

到战争图 Ｐ ｉ 的扩散是通过族群联系，从战争图 Ｐ ｉ 到 Ｐ ｉ＋１的扩散经由意识形态联系，那
么不同的扩散动能很难形成连续动能，扩散势头势必很快衰减。 然而，研究者和决策

者在概括冷战时期的冲突扩散时最常用的就是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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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ｏｎａｌｄ Ｋａｇａ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ｐ．２０５．
Ｔｈ．１．２３．６．
强连通图中，每一顶点与其他所有顶点之间都存在通路。 参见 Ｊøｒｇｅｎ Ｂａｎｇ⁃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Ｚ． Ｇｕ⁃

ｔｉｎ， Ｄｉｇｒａｐｈ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１５－１６。



图 ６　 图集的第一种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 ７　 图集的第二种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三，单中心的辐射扩散模式。 这种模式中存在一个发挥中心作用的战争图

Ｐ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ａｒ。 首先，中心图的作战单元通过合作边（干涉行动）制造了第一个邻图 Ｐ １，然

后依次制造了 Ｐ ２、Ｐ ３…Ｐ ｎ。 由于 Ｐ ｉ 在该战争图集中的位置是相互等价的，①所以该图

的层数始终维持为 ２（如图 ８）。 笔者认为，应该用这一模式而非第二种模式描述冷战

时期冲突扩散的逻辑结构。

不难看出，图 ８ 与图 ４ 是同构的。 也就是说，冷战时期冲突频发与“整个希腊震动

了”这两个扩散过程的拓扑结构相同。 笔者认为形成这一结构的原因是，在大国身

上，“星火假说”（干涉行动的必要条件是自身处于战争图中）可以反复起作用。 据此

得出如下推论：

Ｃ１：在两极体系中，干涉者复制自身先前政策的惯性（内部学习效应）对冲突扩散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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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顶点在网络（图）中的位置，参见戴维·诺克、杨松著，李兰译：《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格致出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考察的是一个图（网络）在图集（网络的集合）中
的位置，而非单个顶点在网络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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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图集的第三种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的影响，高于被干涉者从其他被干涉者学习策略（外部学习效应）对扩散的影响。

由于具备广阔的外交边疆、多样的政策领域以及多次干涉的能力，所以只有大国

甚或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和意愿不断重复这一过程。 小国缺乏同等的干涉能力。 即便

一个小国具备干涉的动机和决心，其能力往往也只能服务于少数甚或单一动机。 在这

种情况下，冲突之所以扩散，与其说是因为发生内战的较弱国家或发生战争的地区在

相互学习策略，不如说是因为超级大国在自我重复干涉政策。

得出上述推论的关键在于发现“政策的自我重复”和统摄描述冲突扩散的不同类

型。 在战争图集中，殖民地—宗主国联系、族群、宗教和意识形态联系等都被表达为图

的一条潜在合作边，它们是等价的。 同时，国内冲突引发国家间战争和国家间战争引

发的国内冲突在战争图集中也是等价的。 历史学家在分析这一时期冲突扩散现象时

也意识到了这一等价。① 如果想要解释冲突反复出现的结构原因而非某一场冲突的

具体起源，就需要辨认出这种等价，而这要依靠战争图集。

以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为例。 文安立（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认为，１９５３

年的阿贾克斯行动和 １９５６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转折点。②

这两个行动分别构成了 Ｐ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ａｒ与 Ｐ １ 之间、Ｐ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ａｒ与 Ｐ ２ 之间的合作边。 此后，在这

两个行动中形成的干涉原则成为美国干涉第三世界的政策框架，③这昭示着接下来的

政策复制。 扩散机制符合第三种模式而非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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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文安立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视为这一时期美国干涉非洲的原因之一。 参见文

安立著，牛可等译：《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３３—１３５ 页。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第 １２１、１２５ 页。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第 １２８ 页。



冲突逻辑地形图的结构区别意味着政策含义的重大区别。 在第二种模式中阻断

扩散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战争图，也就是第一场冲突。 因而其政策含义是：有必要干涉

第一场这样的冲突。 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政策呼吁。 １９４７ 年，艾奇逊做出“烂苹

果”比喻，是为了呼吁国会批准援助希腊；①１９５４ 年，艾森豪威尔做出“多米诺骨牌”比

喻，是为了论证干涉中南半岛的必要性。② 相反，在第三种模式中阻断扩散的关键是

第一条合作边（第一次干涉）。 因而其政策含义可以用如下推论表示：

Ｃ２：已经处于大国敌对中的一个大国，其干涉主义尤为危险。

由此可见，找到冲突扩散的正确拓扑结构对于提供真正可靠的政策建议而言具有

重要意义。 批评两极体系中的大国干涉主义绝不是仅仅基于道德理由，同时也基于其

动力学原理：单中心的辐射模式更方便冲突扩散。 战争图集就是进行这一分析的图式

基础。

（二）测量结构特征并生产体系层次的理论

使用战争图集重构历史叙事背后的逻辑地形图，以此判断史述的质量和政策的效

果，不是战争图集的唯一使用方式。 理论家既可以借助他人的记载，也可以直接处理

具体的冲突信息，只需改进现有网络分析算法。 由于我们希望得到一个体系层次的统

一解释框架，所以修改都围绕结构展开。

首先，要使用动态顶点集登记作战单元，以同时容纳国家间战争和内战两种情况。

陷入内战的国家会分裂为多个作战单元；战争结束后，战争图可能坍缩为一个顶点。

要体现这些情况，就要记录作战单元集的动态变化。 接着，用两个矩阵分别登记冲突

边和合作边，再根据连通性公设（Ｐ１）和相邻性公设（Ｐ２）算出所有战争图并明确其邻

图。 这样就得到了冲突的战争图集。 这一过程适用于任何历史材料和冲突数据。 在

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测量各种结构特性，考察这些特性之间的相关性并做出因果推

断，生产新的战争理论。 下面以本研究的两个推论（Ｃ１、Ｃ２）和两个假说（Ｈ１、Ｈ２）

为例。

例如，辨认图集的结构类型可以生产新的冲突理论。 战争图集本质上是多个网络

（战争图）形成的复合网络。 可以将图集中的图当作网络中的顶点来计算其中心度和

结构位置。③ 两个推论提示我们，找到中心图并测量这个中心图与邻图的结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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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ｕｍ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ｌｅ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ｄｅａｎ－ａｃｈｅｓ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ｗｉｇｈｔ Ｄ．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５４ｖ１３ｐ１ ／ ｄ７１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目前的算法仅对顶点做上述测量。 参见戴维·诺克、杨松：《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第 １０３、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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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

又如，测算并解释战争图的结构可以对极数之谜做出新回答。 由于修昔底德史书

已经证实了假说 ２，定量研究者也在两极格局中证实了假说 ２，所以也可期待在更广泛

的定量研究中发现，达到某一阈值的极数相似度会显著提高邻图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① 因此要测量每一个图的内部结构，评估相邻图之间的结构相似度。 这样，当试

图寻找战争在体系层面上的起因时，就不再是孤立地考察某一场冲突的成因，而是在

冲突群像中考察其扩散：不再是因为某一种极数使得结构中的单元更倾向于发动战

争，而是两个体系之间的极数相似更容易导致冲突扩散。

（三）理论家的另一项科学使命

综上，战争图集可以处理包括历史文本与数据集在内的多种经验材料，为一个时

期的冲突全景构拟其逻辑地形图。 当我们尝试构拟事件背后起作用的规则体系时，就

意味着正在挑战理论家与经验材料的传统关系，这揭示了理论家的另一项科学使命。

人们通常认为经验是丰富、变化多端的，而理论是干瘪、单线条的。 但事实上，一段历

史可能是更高维度、更复杂的规则体系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一个低维切片。 历史已经发

生，不再变化，是完成时的（ｐｅｒｆｅｃｔ）；而规则还有无数种组合可能与实现方式，因而是

未完成时的（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要联系历史与规则，理论家的任务或许不是归纳，而是构拟。

构拟不被现有战争经验观察证否的一个冲突规则体系，就像构拟宇宙起源诸理论的天

文学家一样。 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战争切片，语文学和

历史学的丰富积累使得我们能够极为清晰、准确地透视这一切片。 这部战争史书流传

至今，如“雅典覆亡星”②显现。 理论家的任务则是：观测 ２６００ 光年前的星云，然后构

拟一个爆炸。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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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量化研究这样测算“扩散”。 参见 Ｅｒｉｋａ Ｆｏｒｓｂｅｒｇ，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Ａ Ｃａ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６， ２０１４， ｐ．１８９。

１９３５ 年，卞之琳在诗中把一颗爆发于罗马灭亡时、但 １９３４ 年年底才被观测到的新星（ＤＱ Ｈｅｒｃｕｌｉｓ）称为

“罗马灭亡星”。 这则新闻参见《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